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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个体收入、主观幸福感及影响机制

高启杰 费佐兰

摘 要 收入对居民主观幸福感有着关键的影响作用，但其影响机制仍需要研究和识

别。利用 2017年北京市 16个区 1070名居民的调查数据，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可以分析
居民个体收入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结果显示，个体收入显著地正向影响主观幸福感，

对低收入组的影响程度大于高收入组；个体收入显著地正向影响收入效用，而个体收入效用

显著地正向影响主观幸福感且在收入影响幸福感的过程中发挥完全中介作用；个体收入偏

好显著地负向影响个体收入效用和主观幸福感且在收入影响幸福感的过程中起间接调节作

用。因此，要提高居民主观幸福感，可从宏观和微观层面着手，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加强社

会各界的宣传，引导居民重视精神生活，实现居民美好生活的目的。

关键词 个体收入；效用；偏好；主观幸福感

中图分类号 F27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19)04-0173-12
基金项目 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5JGB037）

改革开放 40 年，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巨大转变，人们
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也与日俱增，幸福逐渐成为人们生活追求的终极目标，也是区域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在社会发展进程中，人们似乎都在探索同一个问题：如何才能提高居民的幸福感？在回答这个问题

之前，需要解答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是幸福”。为了解答这个问题，哲学、心理学、伦理学、生物学和经济学都从不同

角度、用不同方法对幸福进行了深入研究。在哲学领域，对幸福的理解主要集中于至善论和快乐论两种

流派：至善论是从人的生存发展需要出发，强调生存发展之完满，视幸福为自我实现；而快乐论从人的需

要和欲望的满足出发，强调快乐的体验，视身体的无痛苦和灵魂的无纷扰为幸福。在心理学领域，学者沿

袭哲学领域的观点，形成了心理幸福研究和主观幸福研究两大范式，其中心理幸福研究重视个体实现自

我的能力及其心理需要的满足程度；主观幸福研究则重视个体的生活满意度与快乐。在经济学领域，学

者主要研究在财富约束条件下如何使幸福最大化的问题。所以，笔者的幸福是指主观幸福感，即人们根

据自身的感知和判断对其生活质量所进行的综合评价，包括认知和情感两个基本部分 [1]（P542-575）。
第二个问题是“哪些因素影响居民幸福”。针对这个问题，纵观国内外文献，学者们分别从宏观层面

和微观层面分析影响居民幸福的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在经济因素方面，收入、住房、经济发展、失业、

物价水平、通货膨胀、政府财政支出等因素均对居民幸福有着显著影响；在非经济因素方面，居民幸福会

随着居民的个体特征、健康、信任、人际交往、工作等状况的不同而不同。此外，民主、环境污染等因素

也是影响居民幸福的宏观非经济因素。在影响居民幸福感的各种因素中，拥有足够丰富的物质生活资料

（如稳定的工作、满意的收入、舒适的居住条件等）是美好生活的基础 [2]（P37-42），而美好生活又是通
向居民幸福的阶梯。所以笔者将重点研究居民个体收入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 174 ·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年第 4 期

第三个问题是“影响居民幸福的机制如何”。关于这个问题，心理学领域的研究较多，而经济学领域

的研究较少。经济学领域的研究表明，收入差距主要通过教育和医疗资源的配置不均进行传导来影响居

民幸福感，而社会资本主要通过社会资本变迁和社会阶层差异两个方面的传导机制来减缓收入差距对

居民幸福感的不利影响 [3]（P100-110）。可见，在不同的影响过程中，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传导机制有
所不同，结合效用和偏好的概念分析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机理的研究几乎没有。那么，三者间存在怎样

的关系，这将是笔者研究的主要问题。

一、居民主观幸福感决定因素研究的文献综述

为了解答已提出的研究问题，需要清晰地界定居民个体收入效用和居民个体收入偏好的概念，综

述现有研究，并提出研究假设。

（一）居民个体收入对其主观幸福感影响的文献综述

居民收入对其幸福感的影响状况比较复杂，绝对收入、相对收入、收入不平等、收入差距等因素对

居民主观幸福感均有显著影响，并且对不同收入组群体的影响程度有所不同。在绝对收入方面，从总体

来看，目前中国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对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4]（P133-158），收入水平的增加对低
收入者幸福感的增进意义较大，但对高收入者的影响较小 [5]（P1-8），并且在城乡居民中，影响情况存在
差异 [6]（P111-125）。然而，绝对收入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是有限的，当绝对收入达到并超过一定水平
后，幸福不再随收入增长而提升，即收入对幸福感的边际效用呈现递减的趋势，从而出现“收入—幸福”
悖论 [7]（P1-29）。那么，居民个体收入是否也显著地影响北京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结合研究的对象，笔
者提出第一个研究假设。

H1：居民个体收入显著地正向影响其主观幸福感，并对低收入组居民的影响程度大于高收入组居
民，在区域层面上存在差异。

（二）居民个体收入效用及其对主观幸福感影响的文献综述

传统经济学理论认为，效用是指商品满足人欲望的能力评价，或者说，效用是指消费者在消费商品

时所感受到的满足程度 [8]（P57）。在福利经济学中，福利是人们对享受或满足的心理反映，经济福利主
要体现在商品对消费者的效用上，即效用的大小和变动可表示个人福利的增减 [9]（P29-38）。在居民幸
福感的研究中，效用被区分为决策效用和体验效用，前者反映个体对各种选择的偏好排序，而后者反映

个体从选择结果中得到的快乐强弱。幸福是作为体验效用的一个子集，它反映的是个体从选择结果中

得到的满足感 [10]（P176-188）。对居民收入而言，收入的增加能使预算曲线与效用可能性边界外移，导
致个人效用最大化的决策点出现在位置更高的无差异曲线之上，进而使个人生活的幸福感程度得到提

升 [11]（P6-16）。因此，笔者认为，居民个体收入效用是指个体收入给居民带来的满足程度，采用居民
对其收入的满意程度进行衡量。国内外实证研究表明，自身的绝对收入水平与个人效用存在正相关 [12]

（P465-484），绝对收入普遍通过对个体需要的直接满足程度来影响幸福感 [13]（P1-14）。那么，就居民
个体收入（或称绝对收入）影响其主观幸福感而言，收入效用是否在其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笔者提出

第二个研究假设。

H2：居民个体收入显著地正向影响其收入效用；收入效用显著地正向影响主观幸福感，并在个体收
入影响主观幸福感的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

（三）居民个体收入偏好及其对主观幸福感影响的文献综述

序数效用论认为偏好是爱好或喜欢的意思，幸福感理论表明，在生命周期的成人阶段之前，所有人

的物质偏好都是相似的，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偏好会随收入增加而提升，效用函数与物质偏好呈反比

变化 [11]（P10-14）。因此，笔者认为，在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因素中，收入偏好是指居民爱好或喜欢
个体收入的程度，收入偏好随着年龄或环境的改变而改变。实证研究表明，金钱偏好对薪酬水平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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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薪酬增长满意度有显著的消极影响，即金钱偏好越高，对薪酬水平和薪酬增长越不满意。在低金钱偏

好组中，薪酬对福利满意度和薪酬增长满意度有显著的积极影响；而在高金钱偏好组中，薪酬对四个薪

酬满意度维度均没有显著影响 [14]（P79-82）。那么，居民个体收入偏好如何影响其收入效用和主观幸福
感，其在中介模型中发挥什么作用？笔者提出第三个研究假设。

H3：居民个体收入偏好显著地负向影响其主观幸福感和个体收入效用，并在居民个体收入影响其
幸福感的过程中起调节作用。

综合以上分析，笔者的研究假设是：居民个体收入显著地正向影响其主观幸福感，并且收入效用在

此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收入偏好在此过程中起调节作用。基于此，笔者构建居民个体收入影响其主观

幸福感的理论假设图。见图 1。

图 1 居民个体收入影响其主观幸福感机理的理论假设

由图 1 可知，该图还隐含另外两个假设，即 H4 和 H5。然而，实际情况是否如理论假设一般，还需
进一步分析。

H4：居民个体收入效用在居民个体收入影响主观幸福感的过程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
H5：居民个体收入偏好在居民个体收入对其主观幸福感的直接和间接（包括前后段）影响路径中

起调节作用。

二、居民主观幸福感决定因素的实证分析框架

为了更好地检验已提出的研究假设，同时开展实证分析，需要对数据的来源、变量的定义和模型的

构建进行阐述。

（一）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机制分析的数据准备

研究数据来自 2017 年笔者对北京市 16 个区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实地调查。在实证分析中，首先，
要确定抽样方法，即简单随机抽样；其次，要根据抽样方法确定样本规模，在置信度为 95% 的条件下，
3% 抽样误差的最小样本规模为 1067；第三，根据 2015 年北京市 16 个区常住人口数量计算各区所需的
最小样本规模；最后，采用网络自填和实地访谈相结合的方法完成问卷调查，收集调查问卷 1338 份，其
中有效问卷 1328 份。考虑到数据在区域分布上的科学性与代表性，笔者根据 16 个区的最小样本规模，
在剔除部分回答质量低的问卷后，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 1070 份问卷进行分析。由表 1 可知，样本
分布状况较为均匀，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典型性。一般来说，学生没有收入来源，在分析中将学生样本

删除。

（二）居民个体收入、效用、偏好与主观幸福感的衡量

居民主观幸福感是研究的因变量。幸福感是一种主观感受，难以客观衡量。在现有的研究中，衡量

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方法有两种：一是用单一题项来衡量；二是用多指标来衡量。在单一题项衡量中，不

同学者采用的衡量方法有所不同。1972 年，美国综合社会调查通过设置“综合考虑来看，您觉得现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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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样本分布状况

地区名称 样本数（个） 所占比例（%） 变量 变量定义 样本数（个） 所占比例（%）

东城区 45 4.2 性别 女 520 48.6

西城区 64 6 男 550 51.4

朝阳区 194 18.1 年龄 20岁及以下 113 10.6

丰台区 114 10.7 20～35岁 632 59.1

石景山区 32 3 35～50岁 217 20.3

海淀区 182 17 50～65岁 73 6.8

顺义区 50 4.7 65岁以上 35 3.3

通州区 68 6.4 学生 否 847 79.2

大兴区 77 7.2 是 223 20.8

房山区 51 4.8 收入 不适应缺失 223 20.8

昌平区 97 9.1 5000元及以下 367 34.3

门头沟区 16 1.5 5000～10000元 373 34.9

平谷区 21 2 10000～15000元 47 4.4

密云区 24 2.2 15000～20000元 36 3.4

怀柔区 19 1.8 20000元以上 24 2.2

延庆区 16 1.5

生活如何”这一问题来衡量，被访者在“非常幸福、比较幸福和不太幸福”三个题项中选择；世界价值观

调查则采用“总的来说，您觉得幸福吗”来衡量，选项有“非常幸福、幸福、不是很幸福和一点也不幸福”

四个 [15]（P88-89）。此外，还有学者采用 11 级评分对幸福感进行衡量，分值越高表示幸福水平越高。尽
管这种测量主观幸福感的方法简便，但是这种数据的可靠性、有效性和可比性都达到用于科学研究的水

准 [16]（P276-302）。在衡量幸福感的方法中，相比三、四、五个选项的衡量方法，采用 11 级评分对其进行
衡量更加精确。所以笔者通过设置问题“总体而言，您最近的幸福感程度如何”进行衡量，被访者在 0–10
分值中选择，数值越高，幸福感越强。变量定义如表 2 所示。
研究的核心变量有居民个体收入、收入效用和收入偏好三个，其中居民个体收入是自变量，个体收

入效用为中介变量，个体收入偏好为调节变量。在居民收入的测量中，现有研究通常会采用家庭年收

入 [17]（P24-44）、家庭人均收入 [18]（P79-91）、居民个体年收入 [19]（P41-49）、居民个体月均可支配收
入 [20]（P196-219，245-246）进行衡量。考虑到数据的精确性，居民对月均收入更加容易记忆。所以，笔
者采用月均可支配收入衡量居民的绝对收入，数据通过设置“您月均可支配收入为多少元”这一问题来

获取。

根据效用在幸福感研究中的内涵，居民个体收入效用采用居民对个体收入的满意度进行衡量。在现

有研究中，大部分学者通常会采用单一题项，设置不同的问题对不同领域的满意度进行衡量，但是回答

选项一般包括“极其满意、非常满意、比较满意、不太满意、一点也不满意”五个 [21]（P54-63），或者“非常
不满意、无所谓和非常满意”三个 [14]（P80）。此外，也有学者采用 0–10 之间的数字来描述，其中 0 代表
“非常不满意”，10 代表“非常满意”，尽管这种测量的方法简便，但研究表明该指标具备心理测量的充分
性，且效度和信度高。所以，笔者采用 0–10 评分衡量居民个体收入效用，数值越高，效用越高。

据已有研究显示，国内外对收入偏好量化测量的研究较少。国内学者制定金钱偏好问卷，选取 9 个
题目进行测量，高分代表个体对金钱的积极情感，即希望富有、认为金钱重要并将金钱作为一种激励，采

用 5点量表对各题目的同意程度进行衡量，1表示“非常不同意”，3表示“无所谓”，5表示“非常同意”[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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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变量定义

变量类型 变量 定义 均值

因变量 主观幸福感 0~10评分 6.99

自变量 个体收入 月均可支配收入，数值，单位：元 7959.11

中介变量 收入效用 0~10评分 5.36

调节变量 收入偏好 排序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和第六，依次赋值 1~6 2.51

控制变量

性别 女性、男性，依次赋值 0和 1 0.51

年龄 20岁以下、21~35岁、36~50岁、51~65岁和 66岁及以上，依次赋值 1~5 2.33

教育程度 大专或本科以下、大专或本科及以上，依次赋值 0和 1 0.67

婚姻 单身、恋爱、初婚、再婚、分居未离婚、离婚、丧偶，依次赋值 1~7 2.35

生育孩子 没有生育孩子、生育了孩子，依次赋值 0和 1 0.42

政治面貌 非中共党员、中共党员，依次赋值 0和 1 0.24

住房面积 人均住房面积，数值，单位：平方米 26.94

工作状态 非就业状态、就业状态，依次赋值 0和 1 0.88

身体健康 很不健康、比较不健康、一般、比较健康、非常健康，依次赋值 1~5 3.64

休闲时长 2天以下、3~4天、5~6天、7~8天、9天及以上，依次赋值 1~5 3.26

内层交际 总是、经常、有时、很少、从不，依次赋值 1~5 2.94

中层交际 总是、经常、有时、很少、从不，依次赋值 1~5 2.92

（P79）；也有学者采用实验设计的方法，设置不同的问题，通过参与者的偏好来预测未来子孙的相对收
入偏好 [22]（P76-87）。所以，笔者在结合影响北京市居民幸福感因素的基础上，设置“请您对影响您生活
幸福的因素进行排序（按影响程度高低排序）”这一问题衡量居民的偏好情况，选项分别是影响居民幸

福感的“收入、住房、工作/学习、身心健康、交际和休闲”六大因素。那么，居民个体收入偏好则采用居民
对个体收入的重视程度进行衡量，将收入排序第一的赋值 1，排序第二的赋值 2，排序第三的赋值 3，以
此类推，数值越高，偏好越低。

此外，笔者还选择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婚姻、是否生育孩子、政治面貌、人均住房面积、工作状态、

自评身体健康、月均实际休闲时长、内中层交际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三）居民主观幸福感决定因素实证分析的方法

基于以上研究框架，结合学者对有调节中介模型的阐述 [23]（P714-726），笔者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
中介模型用于实证分析。在模型分析过程中，首先验证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作用；其次分析变量的中

介效应；最后探索调节变量对影响路径的调节作用。

y = α + βX +ΣγZ + ϵi (1)

y = c0 + c1X + c2U + c3UX + ϵ1 (2)

W = α0 + α1X + α2U + α3UX + ϵ2 (3)

y = c
′
0 + c

′
1X + c

′
2U + β1W + β2UW + ϵ3 (4)

在以上公式中，Y 为因变量，即居民主观幸福感；X 为自变量，即居民个体收入；W 为中介变量，即居民

个体收入效用；U 为调节变量，即居民个体收入偏好；UX 表示居民个体收入与偏好的交互项；UW 表示

¬ 由于笔者通过设置“您月均与朋友、家人、亲戚、同事或同学近距离交际和远距离交际的频率如何？”这一问题来获取居民交际的情况。由于居

民与不同对象交际变量间存在较高的相关性，所以，采用因子分析对其进行降维处理，其中居民与家人和亲戚近距离交际和远距离交际共同

决定了一个公因子，故命名为内层交际；居民与朋友、同事或同学近距离交际和远距离交际共同决定了另一个公因子，故命名为中层交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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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个体偏好与收入效用的交互项；Z 为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教育、婚姻、孩子情况、政治面貌、住
房面积、工作状况、身体健康、休闲时长、中层交际和内层交际。公式（1）主要用于分析自变量对因变量
的影响作用；公式（2）—公式（4）用于分析变量的中介作用和调节作用。

三、居民主观幸福感决定因素的实证分析结果

为了验证研究假设的科学性，笔者分别从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居民主观幸福感决定因素等方面进

行实证分析，并对研究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

（一）居民主观幸福感的特征分析

首先，分析个体收入与主观幸福感和收入效用间的关系。根据居民个体收入分布的情况，结合主观

幸福感和收入效用测量的特征，笔者把收入划分成九个等级；然后再分析不同收入组居民主观幸福感和

收入效用的均值。见图 2。

图 2 居民个体收入与其主观幸福感和效用的散点图

由图 2 可知，收入在 2500 元及以下的居民幸福感和收入效用评分最低，均值依次为 5.93 和 4.22；
均值最高的是收入在 20000 元以上的居民，主观幸福感和收入效用评分分别为 7.84 和 7.64。可见，居
民主观幸福感和收入效用值随着收入的增加而提高，呈现递增的线性关系，并且两者间的趋势线相交，

这表明在收入达到或是超过某一个临界值时，收入效用值会高于主观幸福感评分；在收入未达到这一个

临界值时，收入效用值低于主观幸福感评分。

其次，分析居民个体收入偏好与其主观幸福感和收入效用间的关系。见图 3。

图 3 居民收入偏好与其主观幸福感和效用的散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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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3 可知，收入排序第一的居民主观幸福感最低，均值为 6.45；收入排序第二的分值为 6.89；排
序第三的评分为 7.38；排序第四、第五和第六的评分依次为 7.08、7.89 和 7.89，居民主观幸福感随着居
民对收入偏好程度的降低而上升，呈现递减的线性关系。从收入效用来看，居民收入排序第一的效用值

最低，为 4.80；排序第二的分值为 5.45；居民收入排序第三、第四、第五和第六的评分依次为 5.73、6.01、
6.14 和 5.85，收入排序第六的居民除外，收入效用值随着偏好程度的减弱而上升，同样呈现递减的线性
关系。此外，不同偏好程度居民的收入效用值仍然低于主观幸福感评分。

第三，分析居民收入效用与其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见图 4。

图 4 居民收入效用与其主观幸福感的散点图

由图 4 可知，居民收入效用值为 1 的主观幸福感最低，分值为 5.46；效用值为 2 的居民主观幸福感
为 5.86；效用值为 3 的居民幸福感为 6.00；效用值为 4、5、6、7、8、9 和 10 的居民主观幸福感评分依次为
6.14、6.72、7.07、7.48、7.61、8.12 和 9.28。可见，居民主观幸福感随着收入效用值的提高而上升，呈现递
增的线性关系。从区域层面分析，北京城六区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低于北京非城六区，评分依次为 6.86 和
6.91；然而，城六区居民的收入效用值则高于非城六区，评分分别为 5.56 和 5.12。据统计，北京市居民月
均可支配收入的平均值为 7959.11 元/月，收入低于平均水平的群体定义为低收入组，高于平均水平的
群体定义为高收入组。对比高低收入组居民的幸福感和效用值可知，低收入组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低于高

收入组居民，评分依次为 6.79 和 7.09；在效用上，依然是低收入组居民低于高收入组居民，评分依次为
4.94 和 6.33。此外，从区域和不同收入组层面来看，居民的收入效用值均低于主观幸福感评分。
（二）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分析与群体差异

在描述性分析结果的基础上，笔者采用计量模型再次验证居民个体收入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作

用。在相关分析中，居民个体收入、效用、偏好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相关性均在 0.45 以下，表明变量间
存在共线性的几率较低。由表 3 可知，在仅加入控制变量的模型 1 中，婚姻、孩子、住房面积、身体健
康、内中层交际对居民主观幸福感有着显著的影响，而其他控制变量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在统计意

义上不显著，但是估计系数符合描述性分析的结果。在自变量——居民个体收入（绝对收入）加入的模
型 2 中，居民个体收入在 0.05 水平下显著地正向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即居民个体收入提高 1 单位，其
主观幸福感则会提高 0.088 个单位。
首先，按不同收入组居民分析，由模型 3 的结果可知，对低收入组居民而言，居民个体收入在 0.05

的水平下显著地正向影响其主观幸福感，即居民个体收入每提高 1 单位，则其主观幸福感会提高 0.131
个单位。由模型 4 的结果可知，对高收入组居民来说，居民个体收入的估计系数为 0.121，并且在 0.1 的
水平下显著，表明居民个体收入每提高 1 单位，则其主观幸福感会提高 0.121 个单位。对比模型 3 和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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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4 的结果可知，居民个体收入对低收入组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作用大于高收入组居民。
其次，按区域层面分析，由模型 5 的结果可知，在城六区居民中，个体收入的估计系数为 0.097，并

且在 0.05 的水平下显著，表明城六区居民的个体收入提高 1 单位，其主观幸福感则会提高 0.097 个单
位。由模型 6 结果可知，对非城六区居民而言，居民个体收入正向地影响其主观幸福感，但在统计意义
上不显著。根据以上研究结果，可以验证笔者提出的第一个研究假设，即 H1。
第三，在控制变量方面，由模型 1 的结果可知，婚姻显著地负向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表明婚姻状态

越好的居民幸福感越高；是否生育孩子显著地正向影响居民幸福感，即生育孩子的居民幸福感高于没有

生育孩子的居民；住房面积显著地正向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即人均住房面积越高幸福感越高；身体健

康显著地正向影响居民幸福感，即身体越健康幸福感越高；内层交际和中层交际这两个变量显著地负向

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即交际频率越高，则其幸福感越低。而其他变量（如性别、年龄、教育、政治面貌、

工作状态和休闲时长）对居民主观幸福感没有显著影响，但是影响方向符合描述性分析的结果。

表 3 居民个体收入影响其主观幸福感的估计结果

变量
被解释变量：主观幸福感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常量 -0.062 -0.064 -0.029 -0.149 -0.111 0.014

性别 -0.055 -0.062* -0.059 -0.064 -0.091** -0.014

年龄 -0.066 -0.079 -0.115 0.035 -0.154* -0.01

教育 0.01 -0.005 -0.045 0.099 0.006 -0.042

婚姻 -0.117** -0.115** -0.112** -0.104 -0.073 -0.176**

孩子 0.143*** 0.131*** 0.134** 0.069 0.153** 0.13*

政治面貌 -0.009 -0.016 0.007 -0.066 0.035 -0.082

住房面积 0.086** 0.075** 0.12*** -0.082 0.05 0.095*

工作状态 0.004 -0.004 -0.039 0.16** -0.001 -0.009

身体健康 0.265*** 0.265*** 0.295*** 0.163** 0.311*** 0.184***

休闲时长 0.038 0.037 0.034 0.01 0.063 0.019

中层交际 -0.092** -0.08** -0.05 -0.126** -0.014 -0.196***

内层交际 -0.125*** -0.118*** -0.139*** -0.085 -0.064 -0.218***

绝对收入 0.088** 0.131** 0.121* 0.097** 0.042

F 9.139*** 8.998*** 7.623*** 2.392*** 6.122*** 4.546***

R2 0.133 0.14 0.166 0.131 0.17 0.157

调整的 R2 0.119 0.124 0.144 0.076 0.142 0.122

DW 1.987 1.98 1.849 2.007 1.958

注：（1）*、**和 ***分别表示在 0.1、0.05和 0.01水平下的显著性；（2）模型 1和模型 2为全样本，样本量为 847个（不包括学生样本）；模

型 3为低收入组，样本量为 592个；模型 4为高收入组，样本量为 255个；模型 5为城六区居民，样本量为 465个；模型 6为非城六区居民，样本量

为 382个。

（三）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理分析

首先，在分析收入效用的中介效应时，笔者采用逐步回归法开展分析。表 4 显示，由模型 8 的结果
可知，居民个体收入显著地正向影响其收入效用，估计系数为 0.26，表明居民个体收入每提高 1单位，其
收入效用则会提高 0.26 个单位。由模型 10 的结果可知，当居民个体收入、收入偏好和收入效用同时纳
入模型时，居民收入效用显著地正向影响其主观幸福感，估计系数为 0.329，表明收入效用每提高 1 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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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居民主观幸福感则会提高 0.329 个单位。由模型 2、模型 8 和模型 10 的结果可知，居民个体收入效
用在居民个体收入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过程中起完全中介作用。以上结果验证了笔者提出的第二个

研究假设，即 H2，但是隐含假设 H4 却没有得到验证。
其次，在调节效应的分析中，主要分析直接影响路径是否受到调节。由模型 7 的结果可知，居民个

体收入显著地正向影响其主观幸福感，表明居民个体收入越高，幸福感越高；居民收入偏好显著地负向

影响其主观幸福感，表明居民收入偏好越高，幸福感越低；但是，居民个体收入和偏好的交互项对其主观

幸福感的影响不显著，且系数为负，表明在居民个体收入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过程中，收入偏好不存

在调节作用。可见，居民个体收入偏好在收入对其幸福感的直接影响路径中不存在调节作用。

表 4 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路径分析

变量
主观幸福感 收入效用 主观幸福感

模型 7 模型 8 模型 9 模型 10 模型 11

常量 -0.029 0.047 0.082 -0.054 -0.041

性别 -0.068** -0.014 -0.021 -0.062* -0.062**

年龄 -0.094 0.098 0.087 -0.122** -0.121**

教育 -0.016 -0.018 -0.026 -0.007 -0.005

婚姻 -0.112** -0.134*** -0.138*** -0.068 -0.071*

孩子 0.138*** 0.085* 0.101** 0.107** 0.112**

政治面貌 -0.009 0.032 0.037 -0.022 -0.024

住房面积 0.066** 0.052 0.042 0.051 0.049

工作状态 -3.42E-05 -3.65E-05 0.006 -0.001 0.001

身体健康 0.265*** 0.205*** 0.204*** 0.198*** 0.197***

休闲时长 0.03 -0.081** -0.092** 0.059 0.057

中层交际 -0.07** -0.067* -0.062* -0.051 -0.05

内层交际 -0.093*** -0.046 -0.019 -0.086*** -0.084**

绝对收入（AI） 0.079** 0.26*** 0.255*** -0.004 -0.003

收入偏好（IP） 0.197*** 0.169*** 0.143*** 0.149***

AI × IP -0.005 -0.062*

收入效用（IE） 0.329*** 0.321***

IP × IE -0.055*

F 9.962*** 10.58*** 11.117*** 16.735*** 16.008***

R2 0.17 0.16 0.186 0.256 0.258

调整的 R2 0.153 0.145 0.169 0.24 0.242

DW 2.02 2.025 1.95

注：（1）*、**和 ***分别表示在 0.1、0.05和 0.01水平下的显著性；（2）模型 7–模型 11的样本为全样本，样本量为 847个。

第三，主要分析间接影响路径的前半段是否受到调节。由模型 9 的结果可知，居民个体收入显著地
正向影响其收入效用，说明居民个体收入越高，收入效用越高；居民收入偏好显著地负向影响其收入效

用，说明居民收入偏好程度越高，收入效用则越低。同时，居民个体收入和偏好的交互项显著地负向影

响其收入效用，表明在居民个体收入对其收入效用的影响过程中，收入偏好起调节作用。可见，居民个

体收入偏好在收入对其幸福感的间接影响路径的前半段中发挥调节作用。

最后，主要分析间接影响路径的后半段是否受到调节。由模型 11 的结果可知，居民收入偏好显著
地负向影响其主观幸福感，表明居民收入偏好越高，幸福感越低；居民收入效用显著地正向影响其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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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感，表明居民收入效用越高，幸福感越高。但是，居民个体收入对其幸福感的影响系数由正变成了

负，说明模型中存在调节效应。同时，收入偏好和收入效用的交互项显著地负向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表

明收入偏好在收入效用影响居民幸福感的过程中起调节作用。可见，居民个体收入偏好在收入对其幸福

感的间接影响路径的后半段中起调节作用。

综上分析，居民个体收入偏好显著地负向影响其主观幸福感和收入效用；同时，居民个体收入偏好

的调节作用主要集中于间接影响路径的前后两段，即偏好调节收入对效用的影响和收入效用对主观幸

福感的影响。然而，在直接影响路径中不存在调节作用。以上研究结果验证了笔者提出的第三个研究假

设 H3，也部分验证了第五个研究假设 H5。
（四）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机制分析的稳健性检验

在评价主观幸福感的研究中，笔者采用等距离标准化方法¬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和居民收入效用进

行处理 [24]（P139-160），并将处理后的主观幸福感和收入效用替换原有模型中的主观幸福感和收入效
用，以达到检验模型结果稳健性的目的。由表 5 中模型 12 的结果可知，居民个体收入显著地正向影响
其主观幸福感，估计系数为 0.098；由模型 14的结果可知，居民个体收入显著地正向影响其收入效用，估
计系数为 0.222；由模型 16 的结果可知，收入效用显著地正向影响居民幸福感，居民个体收入对其幸福
感的影响不显著。总之，居民收入效用在个体收入对其幸福感的影响过程中起着完全中介的作用。

表 5 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机制分析的稳健性检验

变量
主观幸福感 收入效用 主观幸福感

模型 12 模型 13 模型 14 模型 15 模型 16 模型 17

常量 -0.063 -0.032 0.064 0.098* -0.063 -0.05

性别 0.014 0.009 0.064* 0.056* -0.009 -0.009

年龄 -0.12* -0.132** 0.026 0.017 -0.138** -0.133**

教育 0.058 0.049 0.026 0.019 0.043 0.046

婚姻 -0.016 -0.015 -0.082* -0.088* 0.013 0.013

孩子 0.028 0.037 0.02 0.039 0.025 0.028

政治面貌 -0.022 -0.017 -0.009 -0.004 -0.015 -0.019

住房面积 0.046 0.037 0.028 0.019 0.031 0.03

工作状态 -0.01 -0.006 -0.012 -0.005 -0.004 0.001

身体健康 0.082** 0.082** 0.059* 0.056* 0.064* 0.062*

休闲时长 0.05 0.041 -0.05 -0.063 0.061 0.059

中层交际 -0.124*** -0.117*** -0.094*** -0.091** -0.089** -0.087**

内层交际 -0.101*** -0.078** -0.029 -0.002 -0.076** -0.075**

绝对收入 0.098*** 0.091** 0.222** 0.219** 0.02 0.02

收入偏好 0.169*** 0.155*** 0.12*** 0.128***

AI × IP -0.019 -0.082**

收入效用 0.319*** 0.309***

IP × IE -0.064*

F 4.075*** 4.866*** 5.752*** 6.527*** 10.628*** 10.276***

R2 0.069 0.091 0.094 0.118 0.179 0.183

调整后的 R2 0.052 0.072 0.078 0.1 0.162 0.165

DW 2.137 1.957 2.074

注：（1）*、**和 ***分别表示在 0.1、0.05和 0.01水平下的显著性；（2）模型 12–模型 17为全样本，样本量为 847个。

¬ 等距离标准化方法假定调整后的得分与评分基准（笔者设定为 5.5）之差等于原始分数与幸福感零界点之差，即调整后得分–评分基准 = 原
始分数–幸福感零界点。



高启杰 等：居民个体收入、主观幸福感及影响机制 · 183 ·

由表 5 中模型 13 的结果可知，居民个体收入显著地正向影响其主观幸福感，而收入偏好显著地负
向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但是两者的交互项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则不显著，这说明在收入对幸福感的直

接影响路径中，个体收入偏好不存在调节作用；由模型 15 的结果可知，居民个体收入显著地正向影响其
收入效用，收入偏好显著地负向影响居民收入效用，两者的交互项显著地负向影响居民收入效用，这说

明在居民个体收入影响收入效用的过程中，偏好起调节作用；由模型 17 的结果可知，居民收入偏好显著
地负向影响其主观幸福感，居民收入效用显著地正向影响其主观幸福感，两者的交互项显著地负向影响

居民主观幸福感，这表明居民收入偏好在收入效用对幸福感的影响过程中起调节作用。根据模型 13、模
型 15 和模型 17 的结果可知，偏好的调节作用主要集中于间接影响路径的前后段，即偏好调节收入对
效用的影响和收入效用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综上所述，笔者的研究结果是稳健的。

四、结论与政策启示

幸福生活是人们特别关注的话题，在国家政府工作报告和中央一号文件中也被多次提及，同时，部

分研究表明中国居民同样陷入“收入—幸福”悖论的困境。基于笔者的研究可知，居民个体收入显著地
正向影响其主观幸福感，对低收入组居民的影响程度大于高收入组居民，同时，在区域上存在差异。居

民个体收入显著地正向影响其收入效用；收入效用显著地正向影响其主观幸福感，并且在收入对其幸福

感的影响过程中起完全中介作用。居民个体收入偏好显著地负向影响其主观幸福感和收入效用，居民个

体收入偏好在个体收入对其主观幸福感的间接影响路径中起调节作用。

同时，基于笔者的研究，可得出以下政策启示。

第一，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由研究结果可知，居民个体收入显著地正向影响其主观幸福感，并且

在不同收入组和区域层面上存在差异。因此，要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可通过以下两个途径来实现。一方

面，从宏观层面来看，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企业或产业转型升级，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提高财政转

移支付能力，扩大财政转移支付范围，实行有效的收入再分配；加强个税制度改革，提高个税起征点，增

设个税专项附加扣除项；加强市场供给侧改革，提高产品质量，降低产品成本，增加消费者效益；有效调

控与监督金融市场，保障居民投资性收入。另一方面，从微观层面出发，加强教育培训投入，丰富个体职

业技能，提高个体居民在职场中的竞争力，增加工资性收入；合理规划消费支出结构，培养正确的消费观

念，减少不必要的消费支出，从而增加可支配收入。

第二，加强社会各界的宣传引导。由研究结果可知，居民个体收入效用在收入影响其主观幸福感的

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个体收入偏好在此过程中发挥调节作用。因此，在生活中，加强对社会各界的宣

传，引导居民重视精神生活；适当调整居民收入偏好，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总而言之，要提高居民主观

幸福感，不仅需要改善外在的客观条件，还需要调整内在的心理态度，这样才能让生活更加美好与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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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vidual Income,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Its Influencing Mechanism

Gao Qijie, Fei Zuolan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builds 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for analysis by using the survey data of 1070
residents in 16 districts of Beijing in 2017. Results show that residents’ individual income exerts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influence on residents’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the influence on the low-income group is greater
than the high-income group. Moreover, the influences on the six districts in the city and the other districts
are different. The income of individual residents has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affected the utility of individual
income; the utility of individual income has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impact on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residents, playing a complete intermediary role in the impact of individual income on their happiness. The
individual income preference of residents has significantly negative impact on income utility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residents, and plays an indirectly moderated role in the influence of individual income on their
happiness. Therefore, we can start from the macro and micro levels to improve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residents by increasing the disposable income of residents, strengthening the publicity of all walks of life, and
guiding residents to pay attention to spiritual life so as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a better life for residents.

Key words individual income; utility; preferences; subjective well-be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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